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年 10 月 第 23 卷第 5 期 

Journal of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Oct. 2022, 23(5):29–40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2.0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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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全国 9 省 18 县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林权改革对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及作用

机制。研究发现：林权改革对农户非农就业、非农务工和非农创业具有显著正向效应，且通过稳健性检验、平行

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等方法证实，结果具有可靠性。从动态效应来看，农户的行为决策与投入决策具有一致性

和持续性。机制分析表明，林地转出和信贷可得性在林权改革影响农户非农就业中具有中介效应，从农户非农就

业类型来看，此中介效应只显著存在于农户非农创业过程中，对农户非农务工并不成立。此外，生计策略在林权

改革影响农户非农就业、非农务工和非农创业过程中表现出正向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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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the reform of collective forestland tenure  

on rural households’ off-farm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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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18 counties in 9 provinces, the impact and the mechanism of the reform of collective 

forestland tenure on rural households’ off-farm employment have been analyzed empirically by adopting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model.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reform of collective forestland tenur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rural 

households’ off-farm employment, off-farm work and off-farm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empirical results 

have been verified through robustness test, parallel trend test and placebo test. The analysis of its mechanism shows that 

forest land transfer and credit availability have a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impact of the forest rights reform on rural 

households’ off-farm employ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ypes of off-farm employment, the mediating effect is only 

significant in the process of off-farm entrepreneurship, but not in the off-farm work. Besides, livelihood strategy shows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s on the impact of the forest rights reform on the process of rural households’ off-farm 

employment, off-farm work and off-farm entrepreneurship. 

Keywords: the reform of collective forestland tenure; off-farm employment; forestland outflow; credit availability; 

livelihood strategy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主要内容之一的

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下文简称“林权改革”），

2003 年在江西、福建、浙江和辽宁等省份率先试点

推行，2008 年在全国全面实施。与林业“三定”政

策相比，林权改革具有如下特点：就政策内容而言，

林权改革要求解决林地四至不清、面积不准、权属

主体缺位等历史遗留问题；就政策目标而言，林权

改革试图在政策层面上通过“明晰产权、放活经营

权、落实处置权、保障收益权”等措施强化对农村

林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最大限度消除林地被政

府、机构和他人所侵占的可能性，保证林地产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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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和稳定；就政策形式而言，林权改革要求在法

律层面上通过“确权颁证”实现“分林到户”。 

随着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大

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或非农部门转移，农村劳动力

结构已经发生重大转变。“推拉理论”是研究劳动

力流动的重要理论之一[1]。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和

人口要素在不同部门自由流动的环境下，农村家庭

为改善生活条件通常有计划地进行劳动力的短期

或长期迁移，劳动力转移是在流入地改善生活条件

因素的“拉力”和流出地制约生活水平提升因素的

“推力”二者共同驱动下完成的。据《2021 年农民

工监测调查报告》，2021 年中国农民工规模已达

2.9251 亿人，较上年增加 2.4%，预计未来将有更多

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秦伟平和李豫新[2]认

为劳动力转移除了一般影响因素外，制度变迁会扩

大或者缩小“拉力”和“推力”的综合作用效果，

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North[3]研究认

为有效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是提升劳动生产效率、

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转移的关键，也是促进二

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型的前提条件。林权

改革是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重要内容，但遗憾的

是，现阶段尚缺有关林地产权制度安排与农村劳动

力非农转移的实证研究。在现实中，长期以来农村

土地存在产权不清晰、不稳定且缺乏有效保护等问

题，为避免土地权利产生争议，从事非农产业的农

户需要配置一定数量家庭劳动力从事土地生产，不

仅导致劳动力和土地资源无法达到高效利用，而且

限制了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充分转移。那么，在持

续非农化背景下，林权改革是否改变了农村家庭劳

动力的利用模式，尤其是否激励了农村家庭劳动力

向城镇或非农部门充分转移呢？其影响效果如

何？内在作用机制又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一方面能够为产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提供中

国经验，另一方面也能够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通

过进一步深化林权改革以提升农户非农就业水平

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启示。 

多数学者认为安全且稳定的土地产权能够有

效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4-7]，并且土地产权越

稳定，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迁移就越容易推进[8]。相

对应地，以土地周期性调整为表征的土地产权不稳

定，并且农户撂荒土地非农就业的行为往往容易造

成土地存在被征收的潜在风险，此时，选择兼业生

产方式便成为他们的一般理性决策，如此便限制了

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充分转移[9-12]，且这种现

象在林地中尤为明显[13]，由此必然使得农户无法在

完全意义上离开农村而前往城镇定居[14]或者阻碍

农村劳动力的永久性转移[15]。也有部分学者持相反

的观点，认为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阻碍了农村劳动

力的非农就业转移，相反，土地调整引致的不稳定

土地产权对农村劳动力的非农配置具有促进作用
[16,17]；并且越频繁的土地调整越有利于农村劳动力

的非农配置[18]。究其原因，在生产要素能够在城乡

间实现自由流动以及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比较收

益存在明显差异的背景下，不稳定土地产权抑制了

农户对土地的长期投资和生产效率的提升，进而极

大地激励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19,20]。此外，

也有研究表明，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劳动力非

农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21,22]。针对中国集体林权制

度改革，一些学者研究认为强化林地产权安全性能

够降低农户失地风险，减少看管、保护林地等非林

业生产性投入，激励农户更多地将劳动力配置到非

农部门[23,24]。同时，林权改革带动了林业企业、森

林旅游、森林康养等相关林业产业的发展，增加了

当地非农就业机会[25]，进而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

当地的就业途径[26]。然而，也有部分研究发现，林

权改革对农户家庭非农劳动投入的促进效果并不

显著，且缺乏可持续性[27]。可能的原因在于受年龄、

健康状况和非农就业机会、技能不足等因素的约

束，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往往较

差，从而造成林权改革非农增收效果的持续性并不

明显[28]。 

综上，已有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林权改革与农

户非农就业的关系，但仍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首先，已有文献对林权改革影响农户非农就业的研

究观点，大多采用估计直接影响的方法来估计间接

影响[29,30]，鲜有研究在理论上清晰界定并在实证中

检验分析林权改革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并且缺乏内

在影响机制的逻辑证明和实证检验。其次，已有研

究测度林权改革的计量模型多存在偏误[31]，并且土

地产权安全和投入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内生

性问题[32,33]，但目前只有很少研究涉及此问题[34,35]，

虽有研究以土地确权作为外生冲击变量，利用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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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调查数据并且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来尝试解决

土地确权与农户非农就业的内生性问题[36]，但短期

农户调查数据难以实施平行趋势检验，使得模型估

计结果的无偏性难以得到有效保证。最后，由于缺

乏微观农户层面的大样本长期面板数据，已有研究

多采用短期小样本数据来评估林权改革政策的静

态效应[27,29,30]，难以真实反映林权改革影响农户非

农就业的动态效应。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

贡献在于：一是构建林权改革影响农户非农就业的

理论分析框架，不仅考虑到林权改革的直接激励效

应，也考虑到林权改革后通过林地转出、信贷可得

性而对农户非农就业产生的间接影响。生计策略是

农户基于资源禀赋和劳动力状况的选择，本文将其

纳入分析框架中，探讨生计策略在林权改革影响农

户非农就业过程中的作用。二是利用林权改革在各

地区政策实施时间的差异，采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模

型进行政策分析，通过稳健性检验、平行趋势检验、

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方法来缓解模型中可能存在

的内生性问题，以此识别林权改革与农户非农就业

的因果关系。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为考察林权改革对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借鉴

尹鸿飞等[37]的做法，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

础上，构建农户非农就业的生产函数： 

𝑌 = 𝜗𝐿𝑛𝐾𝑧𝛿                         （1） 

式（1）中，𝑌代表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总产出，

𝐿代表非农劳动力投入规模，𝐾代表非农资本投入规

模，𝜗代表农户非农就业能力，𝑛、𝑧分别代表非农劳

动力投入规模和非农资本投入规模的规模报酬系

数，且𝑛、𝑧取值范围介于 0 和 1 之间。 

假设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为了简化分析，

假设生产要素寿命为两期，期末生产要素残值为

零，同时生产要素的投入决策在第一期期初已经做

出。如果两期非农就业生产函数不发生变化，则农

户家庭选择投入生产要素。因此，农户家庭的利润

最大化目标函数为： 

𝛱 = 𝑌 +
𝑓(𝑥)

1 + 𝑖
𝑌 − 𝐾 − 𝑤𝐿 − (𝑖 + 𝑇B)𝐵 + 

         𝑖(𝐷 + 𝐵 − 𝐾)                   （2） 

式（2）中，𝑌为第一期非农就业总产出，
𝑓(𝑥)

1+𝑖
𝑌 

为第二期非农就业总产出的当期折现值。𝑓(𝑥)代表

农户家庭的劳动力因林地产权安全性改善而在下

一期依然保持非农就业的概率，理论上，林地产权

安全性程度与农户保持非农就业的概率𝑓(𝑥)大致

呈现正向反馈趋势[36]。𝑤代表劳动力的平均工资，

𝑖代表市场利率，𝐵代表农户林权抵押贷款额，林权

抵押贷款利率为市场利率𝑖和贷款交易成本𝑇B之和。

𝐷代表农户家庭储蓄，(𝐷 + 𝐵 − 𝐾)代表农户家庭剩

余的资金。农户非农就业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林权

抵押贷款取决于信贷约束𝜑，满足以下约束条件： 

B≤𝜑(𝑌 + 𝐷)                         （3） 

根据式（2）一阶条件，资本和劳动力最优投入

比例为： 

𝐾

𝐿
=

𝑧𝑤

𝑛(1+𝑖)
                            （4） 

当农户家庭没有面临预算约束时，最优资本和

劳动力需求为： 

𝐾 = (
𝑤

𝑛
)

1−𝑛

𝑛+𝑧−1
(

1+𝑖

𝑧
)

𝑛

𝑛+𝑧−1
𝜗

1

1−𝑛−𝑧𝛿
1

1−𝑛−𝑧 (1 +
𝑓(𝑥)

1+𝑖
)

1

1−𝑛−𝑧
    （5） 

𝐿 = (
𝑤

𝑛
)

1−𝑧

𝑛+𝑧−1
(

1+𝑖

𝑧
)

𝑧

𝑛+𝑧−1
𝜗

1

1−𝑛−𝑧𝛿
1

1−𝑛−𝑧 (1 +
𝑓(𝑥)

1+𝑖
)

1

1−𝑛−𝑧
    （6） 

（一）林权改革对农户非农就业的直接影响 

农村林业劳动力是否向非农部门转移取决于

林业部门转移至非农部门所引起的成本与收益的

比较，当林业劳动力转向非农部门的收益大于成本

时，农户选择转移，反之，则不转移。林权改革通

过影响劳动力转移的成本与收益来改变农户家庭

生产决策行为。此次林权改革通过明确界定林地产

权边界和物理边界，限制政府和集体对林地的剩余

控制权，增强林地产权的排他性程度，进而大幅提

高农户对林地产权的控制能力和稳定性预期，降低

了农户在非农就业转移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失地风

险，进而提高了农户非农就业的概率，即𝑓(𝑥)将得

到提升。因此，林权改革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通

过减弱劳动力非农就业中可能面临的失地风险以

降低非农转移机会成本，也可以保证农户在退出非

农活动后能够获得林地的“最后保障”，从而激发农 

户非农就业的积极性，由式（6）可知，
𝜕𝐿

𝜕𝑓(𝑥)
将上升，

即
𝜕𝐿

𝜕𝑓(𝑥)
> 0，这是林权改革带来的直接激励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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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 1：林权改革对农户非农就业具有直接正

向效应。 

（二）林权改革通过中介变量对农户非农就业

的间接影响 

1．中介变量：林地转出 

稳定的林地产权是林地流转行为发生的前提

条件，林地高效且顺畅流转也需要明确界定林地产

权并在法律上予以有效保护。过去林地产权制度安

排的一个显著特征表现在林地空间属性和权利属

性并未在法律层面上得到明晰界定，导致农户在林

地转出决策时担忧出现难以收回林地的问题，这将

显著提高林地的交易风险和交易成本，进而制约林

地流转市场的发展。此次林权改革通过确权颁证最

大限度规避了政府和集体对林地剩余控制权的干

扰和限制。农户对林地剩余控制权的实际拥有不仅

能够有效保障林地产权实现其交易价值，还能够有

效降低流转双方重新界定产权的成本，缓解交易过

程中容易出现的信息不对称和交易风险性等问题，

进而间接提升林地产权的交易价值，以此增强农户

非农就业的投资能力，由式（5）可知，
𝜕𝐾

𝜕𝑓(𝑥)
> 0。

非农就业投资规模的提升，将进一步促使农户增加

与非农就业投资规模相匹配的最优劳动力投入，由

式（4）可知，
𝜕𝐾

𝜕𝐿
> 0。林权改革通过林地转出释放

因土地“粘性”而被束缚的家庭劳动力，鼓励其实

现充分的非农转移，由式（6）可知，
𝜕𝐿

𝜕𝑓(𝑥)
> 0。非

农就业参与率的提高，有助于农户采用更先进的经

营理念和管理手段，促进劳动力深化，𝑛的上升则会

带来非农劳动力投入密度的进一步提高，由式（6）

可知，
𝜕𝐿

𝜕𝑛
> 0。此时，林权改革、林地交易市场和农

户非农就业存在高度一致性。此外，林权改革还能够

通过促进农户转出林地实现包括林业大户、林业合作

社和林业企业等在内的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发展，而

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兴起则可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

提供大量非农就业机会，推动农户非农就业。 

假说 2：林权改革通过促进农户转出林地，进

而对其非农就业具有显著正向效应。 

2.中介变量：信贷可得性 

信贷约束是影响农户非农就业的重要因素。长

期以来，信息不对称造成金融机构出于风险规避的

需要而降低正规信贷配给、提高信贷门槛，而农户

家庭普遍缺乏正规金融机构认可的合适抵押品，致

使其面临较为严重的信贷约束。破解农户信贷约束

的关键则在于发展合适的抵押品。此次林权改革通

过确权颁证明确界定林地权属关系，意味着林地产

权获得正式制度的认可和保护，提升了政府承诺保

护林地产权的可信程度。在此基础上通过林权抵押

贷款制度创新性地将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木所有

权纳入抵押品范畴，赋予其抵押和担保权能，不仅

能够使农户获得更多的贷款资金（
𝜕𝐵

𝜕𝑓(𝑥)
> 0），还

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避免由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

称出现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降低金融机构的监

督费用，即
𝜕𝑇B

𝜕𝑓(𝑥)
< 0，进而增强金融机构增加信贷

供给的意愿，即
𝜕𝐵

𝜕𝑇B
< 0。农户获得金融机构的林权

抵押贷款后，有利于增强其在非农活动中的投资能

力，即
𝜕𝐾

𝜕𝐵
> 0。非农就业投资规模的提升会进一步

带动最优劳动力投入的上升（
𝜕𝐾

𝜕𝐿
> 0），进而提高

农户非农就业的现实可能性。 

假说 3：林权改革通过提升农户信贷可得性，

进而对其非农就业具有显著正向效应。 

（三）生计策略在林权改革影响农户非农就业

中的调节效应 

生计策略直观表征了农户对自身资源禀赋状

况的认知和行为偏好。农户生计策略非农化程度越

高，其越有可能跳出林地，追求新的生产和生活方

式以实现家庭利益诉求。而以林为业、以林为生的

农户家庭，由于林业收入在林农家庭收入中占据重

要地位，林地对其具有重要的经济保障功能，林农

对从事存在较大风险损失的非农经营活动的态度

则更为谨慎。即使农户将小部分劳动力配置到非农

部门，也不会改变林业生产在其家庭劳动力中的比

较优势地位。此时，强化林地产权稳定性对激励农

户非农就业的作用效果则相对有限。因此，农户生

计策略非农化程度越低，林地对其经济保障功能越

强，林权改革对其非农就业的正向效应越弱。相对

应地，当农户家庭在非农部门的发展水平超过林业

部门时，此时非农收益远高于林业收益，这将促进

农户家庭劳动力加速向非农部门转移。随着农户非

农就业程度的不断加深，非农收入比例的相对提高

会弱化林地的经济保障功能，进而强化非农就业在

其家庭劳动力中的比较优势地位。此时，农户生计

策略非农化程度越高，林权改革对其非农就业的激

励作用则会越强。因此，林权改革与农户非农就业

的正反馈效应随着生计策略非农化程度提高具有

强化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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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 4：生计策略非农化程度越高，林权改革

对农户非农就业的正向效应越强。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展

研究中心“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相关政策问题”

研究团队 2010—2018 年的农户调查。为保证数据

的代表性和可靠性，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研究

团队全面考虑地域分布特征、经济发展状况、森林

资源分布特征和林权改革情况等因素，选择辽宁、

河南、山东、四川、广西、湖南、江西、浙江和福

建等 9 省（区）18 县作为调查区域，每个县随机选

择 3 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选择 3 个行政村，每个

行政村随机选择 15 户。2003 年，《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发布，福建、浙江、

江西、辽宁等省份率先开展林权改革试点工作。

2007 年，这些试点省份相继宣布完成这一改革工

作。因此，研究团队选择 2003 年和 2007 年两个年

度来对比并剖析在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

前后农户家庭经营行为的变化情况。2007 年，《国

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林权登记发证管

理工作的通知》发布，指出林权登记发证工作，是

推进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解放和发展林业生

产力的核心工作。在总结试点省份新一轮集体林权

制度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2008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出

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全国各地全面展开。2009

年，除了广西没有开展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

作外，河南、山东、湖南、广西、四川等省份均相继

开展这一工作。经过整理，得到 1128户共计 12个年

度（2003、2007—2017）的农户调查数据。本文利用

农村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把

相关变量数据信息折算为 1994年不变价。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农户非农就业 

以农户家庭从事非农工作用工数作为农户非

农就业的表征变量，进一步地，按照非农就业类型

划分为非农务工和非农创业两个指标，以此作为农

户非农就业类型的表征变量。在实证模型中，考虑

到农户非农就业、非农务工和非农创业的数值过大

会造成样本方差偏大，为了缓解异常值的干扰，本

文对其进行取对数化处理。 

2．核心解释变量：林权改革 

林权改革通过确权颁证实现“分林到户”，以

法律形式赋予农户权利。但是，林业“三定”后，

一些地方没有完全收回已经分配给农户的林地，且

对于已确权的林地还需换发新林权证，但一些地方

仍然存在较多的林权纠纷，使得发放新林权证的工

作存在一定障碍。因此，本文以农户是否领取林权

证虚拟变量作为林权改革的表征变量，已经获得赋

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3．中介变量：林地转出和信贷可得性 

林地转出采用农户是否转出林地作为表征变

量；信贷可得性采用农户是否获得金融机构林权抵

押贷款资金作为表征变量。 

4．调节变量：生计策略 

生计策略以反映农户生产经营结构的职业类

型对其进行测度，参照农村固定观察点对农户的划

分标准，按照非农收入占农户家庭总收入比重的差

异，将农户划分为 3 种类型，即 0≤纯农户＜20%、

20%≤兼业户＜80%、80%≤非农户≤100%[38]，并

作为有序虚拟变量分别赋值为 1~3，赋值增大意味

着生计策略非农化程度加深。 

5．控制变量 

考虑其他可能影响农户非农就业的因素，本文

将控制变量归纳为 3 个维度：其一，市场特征变量。

涉及非农劳动力价格和木材价格指标。其二，农户

特征变量。涉及户主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健

康状况和户主是否干部、家庭人口数、家庭劳动力

数、林业收入占比和林业劳动力占比指标。其三，

资源特征变量。涉及林地面积指标。需要指出的是，

控制变量若为二分虚拟变量，则继续采取 0 和 1 进

行赋值；否则，需要对实际数值采取对数化形式处

理。本文实证模型所涉及主要变量的说明和描述性

统计见表 1。 

（三）实证方法 

1．双重差分模型 

考虑到林权改革政策具有试点先行、再全面推

行的渐进式特征，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林权

改革与农户非农就业的因果关系，双重差分模型基

本思想在于构建受政策影响农户（实验组）和未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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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影响农户（控制组）两个组别，通过比较实验

组和控制组在政策发生前后农户非农就业的相对

差异来评估政策效应，以期有效克服模型中可能存

在的潜在内生性问题，进而准确解释政策实施效

果。模型构建如下： 

𝑌𝑖𝑡 = 𝛽0 + 𝛽1𝑇𝑅𝐸𝐴𝑇𝑖 × 𝑃𝑂𝑆𝑇𝑡 + 𝛽2𝑋𝑖𝑡 + 𝜇𝑖 +

𝜀𝑖𝑡                           （7） 

式（7）中，𝑌𝑖𝑡表示农户𝑖在第𝑡期非农劳动力投

入，𝑋𝑖𝑡表示控制变量向量，𝜇𝑖代表时间固定效应，

𝜀𝑖𝑡为随机扰动项。𝑇𝑅𝐸𝐴𝑇𝑖表示农户是否获得林权证

书，若农户已领取林权证书则𝑇𝑅𝐸𝐴𝑇𝑖 11，反之则

𝑇𝑅𝐸𝐴𝑇𝑖10，𝑃𝑂𝑆𝑇𝑡表示年份虚拟变量，若时间在已

领取林权证书之后则𝑃𝑂𝑆𝑇𝑡11，而𝑇𝑅𝐸𝐴𝑇𝑖 × 𝑃𝑂𝑆𝑇𝑡

的系数𝛽1是本文关注的重点，表示林权改革对农户

非农就业的影响效应。 

表 1 变量说明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平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非农就业 
农户从事非农工作的用工

数：人天 

243.776 5 265.128 1 

非农务工 
农户从事非农务工的用工

数：人天 

151.956 7 239.116 

非农创业 
农户从事自主经营的用工

数：人天 

91.851 1 162.675 1 

核心解释变量：    

林权改革 
已确权并颁发林权证书：

是=1；否=0 

0.616 2 0.486 3 

中介变量    

林地转出 
是否转出林地：是=1；否
=0 

0.034 2 0.181 7 

信贷可得性 
是否获得林权抵押贷款：

是=1；否=0 

0.016 5 0.127 2 

调节变量    

生计策略 
纯农户=1；兼业户=2；非

农户=3 

2.217 6 0.763 2 

控制变量：    

非农劳动力价格 单位：元/人天 52.872 3 21.541 5 

木材价格 单位：元/立方米 439.328 9 97.342 3 

年龄 单位：岁 52.149 11.025 7 

性别 男性=1；女性=0 0.969 4 0.172 1 

受教育年限 单位：年 7.318 7 2.849 6 

健康状况 健康=1；不健康=0 0.895 1 0.306 4 

户主是否干部 是=1；否=0 0.242 8 0.428 8 

家庭人口数 单位：人 3.932 8 1.507 6 

家庭劳动力数 单位：人 2.707 4 1.234 4 

林业收入占比 单位：% 0.112 3 0.209 

林业劳动力占比 单位：% 0.106 8 0.198 2 

林地面积 单位：亩 38.397 6 73.138 

2．中介效应模型 

本文主要参考温忠麟等[39]的研究方法，通过检

验林地转出和信贷可得性的中介效应，可以解释林

权改革影响农户非农就业的作用机理，中介效应模

型构建如下： 

𝑇𝑅𝐴𝑁𝑖𝑡 = 𝛼0 + 𝛼1𝑇𝑅𝐸𝐴𝑇𝑖 × 𝑃𝑂𝑆𝑇𝑡 + 𝛼2𝑋𝑖𝑡 +

𝜇𝑖 + 𝜀𝑖𝑡                    （8） 

𝑌𝑖𝑡 = 𝛾0 + 𝛾1𝑇𝑅𝐸𝐴𝑇𝑖 × 𝑃𝑂𝑆𝑇𝑡 + 𝛾2𝑇𝑅𝐴𝑁𝑖𝑡 +

𝛾3𝑋𝑖𝑡 + 𝜇𝑖 + 𝜀𝑖𝑡                  （9） 

式（8）和式（9）中，𝑇𝑅𝐴𝑁𝑖𝑡为中介变量，𝛼1、

𝛾1和𝛾2为待估系数，𝛼0、𝛾0为常数项，其他变量定

义同式（7）。中介效应检验的基本思路：第一步，

检验式（7）的估计系数𝛽1，在估计系数𝛽1显著的基

础上则进行第二步检验，否则停止检验。第二步，

检验式（8）的估计系数𝛼1，若估计系数𝛼1显著，则

进行第三步检验；否则停止检验。第三步，检验式

（9）的估计系数𝛾2，若估计系数𝛾2显著，则认为存

在中介效应。 

3．调节效应模型 

为检验生计策略是否能够作为调节变量改变

林权改革对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本文在基准模型

基础上引入林权改革和生计策略的交叉项来识别

生计策略在林权改革影响农户非农就业中的调节

作用，调节效应模型构建如下： 

𝑌𝑖𝑡 = 𝛿0 + 𝛿1𝑇𝑅𝐴𝑁𝑖𝑡 + 𝛿2𝑆𝑇𝑅𝐴𝑇𝑖𝑡 +

𝛿3𝑇𝑅𝐴𝑁𝑖𝑡 × 𝑆𝑇𝑅𝐴𝑇𝑖𝑡 + 𝜇𝑖 + 𝜀𝑖𝑡     （10） 

式（10）中，𝑆𝑇𝑅𝐴𝑇𝑖𝑡为调节变量，𝛿0为常数项，

𝛿1、𝛿2、𝛿3为待估系数，其他变量定义同式（7）。

若交叉项𝑇𝑅𝐴𝑁𝑖𝑡 × 𝑆𝑇𝑅𝐴𝑇𝑖𝑡具有显著影响，则证明

生计策略具有调节作用。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方式对式（7）进行回归估

计，即首先只对林权改革进行回归，然后加入市场

特征、农户特征和资源特征，进一步检验模型估计

结果的稳健性。表 2 结果显示：林权改革在 1%统

计水平上对农户非农就业具有显著正向效应，与理

论分析一致，假说 1 得到证实。从非农就业类型来

看，林权改革使得农户非农务工的劳动力投入大约

增加了 8.4%，非农创业的劳动力投入大约增加了

9.09%。因此，林权改革通过明晰产权归属和承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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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可以有效降低土地“粘性”对家庭劳动力的捆 绑，进而激励农户积极参与非农就业。 

表 2 林权改革对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 

变量 非农就业 非农务工 非农创业 

林权改革 0.130 4*** 0.103 0*** 0.056 9*** 0.084 0*** 0.167 2*** 0.090 9*** 

 (0.013 8) (0.012 5) (0.017 1) (0.016 5) (0.016 2) (0.015 7) 

非农劳动力价格  0.003 6***  0.002 2***  0.007 7*** 

  (0.000 3)  (0.000 4)  (0.000 4) 

木材价格  -0.000 3***  -0.000 0  -0.000 6*** 

  (0.000 1)  (0.000 1)  (0.000 1) 

年龄  -0.010 8***  -0.007 0***  -0.007 2*** 

  (0.000 6)  (0.000 8)  (0.000 7) 

性别  0.057 5*  0.168 6***  0.166 5*** 

  (0.031 2)  (0.041 1)  (0.039 0) 

受教育年限  0.007 9***  0.005 2*  0.021 5*** 

  (0.002 0)  (0.002 7)  (0.002 6) 

健康状况  0.014 0  0.010 4  0.024 6 

  (0.022 1)  (0.029 2)  (0.027 6) 

户主是否干部  0.057 9***  0.125 0***  0.255 6*** 

  (0.012 8)  (0.016 9)  (0.016 0) 

家庭人口数  0.062 3***  0.062 8***  0.021 5*** 

  (0.005 0)  (0.006 7)  (0.006 3) 

家庭劳动力数  0.076 5***  0.108 6***  0.020 6** 

  (0.006 6)  (0.008 7)  (0.008 2) 

林业收入占比  -0.429 4***  -0.341 3***  -0.259 0*** 

  (0.028 8)  (0.038 0)  (0.036 0) 

林业劳动力占比  -0.861 7***  -0.643 8***  -0.582 2*** 

  (0.030 3)  (0.040 0)  (0.037 9) 

林地面积  -0.000 5***  -0.000 3***  -0.000 5*** 

  (0.000 1)  (0.000 1)  (0.000 1)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047 9** -0.315 7*** -0.452 5*** -0.622 0*** -0.717 7*** -1.045 5*** 

 (0.019 1) (0.060 6) (0.023 7) (0.079 9) (0.022 4) (0.075 7) 

观测值 13 536 13 536 13 536 13 536 13 536 13 536 

R2 0.015 0.238 0.009 0.136 0.023 0.140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统计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强化模型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

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一是以所在县域林地确

权比例替代农户层面的林权改革作为其表征变量，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林权改革试点时可能出现

的自选择倾向。表 3 结果显示，林权改革对农户非

农就业、非农务工和非农创业具有显著正向效应，

且经济显著性有所上升，回归结果较为稳健。二是

较早作为试点实验林权改革政策的省份相比于其

他省份更具典型性，因此，在全样本中剔除试点实

施林权改革的辽宁、浙江、福建、江西四省后，林

权改革估计系数依然在 1%统计水平上对农户非农

就业、非农务工和非农创业具有显著正向效应。三

是在林权改革推进过程中，相关影响农户非农就业

的政策同时交叉运行，可能导致基准回归结果存在

潜在偏误。因此，在控制采伐限额管理制度、森林

保险制度、林业补贴和参加林业专业合作组织政策

干扰下，虽然经济显著性有所下降，但林权改革对

农户非农就业、非农务工和非农创业的正向效应仍

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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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稳健性检验 

策略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剔除试点省份 排除相关政策干扰 

变量 非农就业 非农务工 非农创业 非农就业 非农务工 非农创业 非农就业 非农务工 非农创业 

林权改革 0.136 2*** 0.148 0** 0.111 8* 0.107 4*** 0.080 6*** 0.095 6*** 0.090 4*** 0.073 3*** 0.082 7*** 

 (0.020 7) (0.063 2) (0.062 4) (0.017 1) (0.021 3) (0.019 7) (0.012 8) (0.016 8) (0.016 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291 9*** -0.743 2*** -1.164 1*** -0.229 0*** -0.546 7*** -0.958 4*** -0.307 3*** -0.608 3*** -1.048 9*** 

 (0.060 8) (0.210 0) (0.171 5) (0.081 6) (0.101 9) (0.094 0) (0.060 6) (0.079 9) (0.075 7) 

观测值 13 536 13 536 13 536 7 752 7 752 7 752 13 536 13 536 13 536 

R2 0.237 0.185 0.179 0.241 0.175 0.106 0.240 0.138 0.142 

 

（三）平行趋势检验 

由于开始试点实施林权改革的省、市、县或村

可能不是基于随机性原则所确定，这将违背双重差

分模型的共同趋势假设前提条件。因此，在使用双

重差分模型前，需要先对其平行趋势假设进行检

验，以此确保实验组与控制组在政策冲击之前不具

有系统性差异。一是本文借鉴 Li 等[40]的做法，在基

准模型基础上加入村庄特征变量和时间变量的交

互项，通过控制不同村庄特征的时间趋势来排除由

于村庄特征的时间趋势变化而可能导致实验组和

控制组存在的非平行趋势。表 4 结果显示，林权改

革对农户非农就业、非农务工和非农创业依然具有

显著的正向效应。二是本文借鉴Moser等[41]的做法，

在基准模型基础上加入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变量

的交互项。结果显示，林权改革对农户非农就业、

非农务工和非农创业的显著正向效应依然稳健，这

便在一定程度上为林权改革选择的外生性提供了

有力支撑[42]。 

表 4 平行趋势检验 

变量 
控制村庄特征时间趋势 控制地区特征时间趋势 

非农就业 非农务工 非农创业 非农就业 非农务工 非农创业 

林权改革 0.090 4*** 0.070 5* 0.074 8** 0.032 8** 0.087 1* 0.051 1** 

 (0.028 2) (0.037 2) (0.035 3) (0.016 0) (0.052 7) (0.020 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村庄特征×时间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特征×时间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275 5*** -0.585 5*** -1.030 7*** -0.244 9** -1.479 4*** -0.978 0*** 

 (0.064 6) (0.085 1) (0.080 8) (0.111 9) (0.322 3) (0.140 2) 

观测值 13 536 13 536 13 536 13 536 13 536 13 536 

R2 0.241 0.140 0.141 0.270 0.195 0.171 

 

（四）安慰剂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本文实证结果是否还受其他不

可观测因素的干扰，本文借鉴 Cai 等[43]的做法，对

样本农户随机性地分配“虚拟”林权改革实施年份

来进行安慰剂检验。具体地，随机抽取 2003—2017

年中的任意一年作为林权改革实施年份，在控制农

户特征、市场特征、资源特征和年度固定效应之后，

进行 500 次双重差分估计。在此过程中，随机生成

的实验组林权改革估计系数应当不显著拒绝零，否

则，说明基准模型设置存在偏误。图 1 为农户非农

就业、非农务工和非农创业安慰剂检验的系数分

布。结果显示，安慰剂检验下林权改革估计系数多

集中分布在 0 点附近，说明随机生成的“虚拟实验

组”没有产生显著的政策效果，并且林权改革估计

系数所对应 p 值大多数都大于 0.1，拒绝了安慰剂

检验的估计结果和真实估计结果不存在差异的原

假设，表明基准模型估计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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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非农就业                 （b）非农务工                    （c）非农创业 

图 1 安慰剂检验 
 

（五）中介效应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林权改革通过林地转出和信贷可

得性而间接影响农户非农就业的中介效应。表 5 结

果显示，首先，林权改革对林地转出在 1%统计水平

上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列Ⅰ），随后将林地转出作为

控制变量纳入基准回归模型中，林权改革和林地转

出对农户非农就业至少在 5%统计水平上具有显著

正向效应（列Ⅱ）。因此，在林权改革影响农户非农

就业的机制检验中，林地转出具有中介作用，与理论

预期一致，假说 2 得到证实。其次，林权改革对信贷

可得性在 1%统计水平上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列Ⅴ），

随后将信贷可得性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基准回归模型

中，林权改革和信贷可得性对农户非农就业均在

10%统计水平上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列Ⅵ）。因此，

在林权改革影响农户非农就业的机制检验中，信贷

可得性具有中介作用，与理论预期一致，假说 3 得

到证实。最后，分非农就业类型来看，林地转出和信

贷可得性在林权改革影响农户非农创业中具有中介

作用（列Ⅳ和列Ⅷ），但对农户非农务工的中介作

用并不成立（列Ⅲ和列Ⅶ）。究其原因：一方面，

相比于劳动力持续性需求更高、资金需求量更大的

非农创业，非农务工具有更为明显的短期性、阶段

性、灵活性、资金需求量更小的就业特点，往往容易

造成非农务工收入不稳定，加上因产业结构调整引

致的非农就业技能不足和个人年龄增长、健康状况

恶化所导致的较高非农务工失业风险，致使农户为

规避无地可种的困境，需要保留一定的林地作为其

失业后生存和生活的“最后保障”，因而从事非农务

工的农户表现出在“离农”过程中并不倾向“离地”，

虽然“进城”，但并没有“弃地”。此外，林业生产

的灵活性和非农务工的短期性特征使得农户往往能

够实现林业生产和非农务工的兼顾，造成林权改革

后从事非农务工农户转出林地和以林地产权作为抵

押品来申请信贷资金的意愿较低，这也就是林权改

革在影响农户非农务工过程中林地转出和信贷可得

性不具有中介作用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相比于以

劳动力需求为主导的非农务工，非农创业则对周转

资金需求更大，农户在非农创业过程中面临更高的

融资压力，而林权改革通过赋予林地承包经营权贷

款融资功能以提升农户信贷可得性，不仅能够有效

缓解其在非农创业过程中受到的信贷约束，保障生

产经营活动的有序运转，而且能够激发新的投资需

求，推动富有创业能力和创业热情的农户开展多元

化的创业活动。 

表 5 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林地转出 信贷可得性 

Ⅰ 
非农就业 

Ⅱ 

非农务工 

Ⅲ 

非农创业 

Ⅳ 
Ⅴ 

非农就业 

Ⅵ 

非农务工 

Ⅶ 

非农创业 

Ⅷ 

林权改革 0.016 0*** 0.099 4*** 0.086 8* 0.068 7** 0.059 1*** 0.050 7* 0.065 4* 0.076 6** 

 (0.005 5) (0.022 2) (0.050 8) (0.027 6) (0.013 0) (0.029 4) (0.037 6) (0.031 0) 

林地转出  0.143 2** -0.026 5 0.128 1**     

  (0.071 6) (0.058 5) (0.058 6)     

信贷可得性      0.003 8* 0.020 0 0.282 3** 

      (0.002 2) (0.067 5) (0.117 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427 2*** -0.592 4*** -0.697 1*** -0.793 4*** -4.402 6*** 0.026 5 -0.375 2*** -1.030 1*** 

 (0.232 7) (0.101 3) (0.160 9) (0.147 7) (0.451 8) (0.105 9) (0.138 8) (0.121 8) 

观测值 13 536 13 536 13 536 13 536 13 536 13 536 13 536 13 536 

R2 0.056 0.209 0.188 0.161 0.283 0.259 0.110 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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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调节效应分析 

鉴于林权改革对农户非农就业具有显著影响，

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并准确识别政策效应发挥的边

界条件。对于选择不同生计策略的农户，林权改革

对其非农就业的影响可能存在明显差异，这里主要

关注林权改革和生计策略交叉项的估计结果。结果

显示，林权改革和生计策略交叉项估计系数在 1%

统计水平上对农户非农就业具有正向效应（表 6），

分非农就业类型来看，林权改革和生计策略交叉项

估计系数均在 5%统计水平上对农户参与非农务工

和非农创业具有显著正向效应（表 7），说明生计

策略在林权改革影响农户非农就业、非农务工和非

农创业中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即生计策略非农

化程度越高，林权改革对农户非农就业、非农务工

和非农创业的正向效应越强。分组回归结果显示，

林权改革至少在 5%统计水平上对兼业户和非农户

非农就业具有显著正向效应，而对纯农户非农就业

并无显著影响（表 6）。分非农就业类型来看，林

权改革至少在 10%统计水平上对兼业户和非农户

的非农务工和非农创业具有显著正向效应，而对纯

农户的非农务工和非农创业并无显著影响（表 7），

且在生计策略非农化程度较高的农户样本中，例如

非农户，林权改革对其非农就业、非农务工和非农

创业的正向效应更大，进一步佐证了上述观点。与

理论预期一致，假说 4 得到证实。 

表 6 调节效应检验（一） 

变量 非农就业 
非农就业 

纯农户 兼业户 非农户 

林权改革 0.043 5*** 0.058 9 0.066 4** 0.085 4*** 

 (0.012 7) (0.068 3) (0.029 4) (0.013 3) 

生计策略 0.060 3***    

 (0.004 9)    

林权改革×生计策略 0.016 3***    

 (0.005 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999 4*** 14.998 9 -0.347 7*** 0.095 3 

 (0.175 6) (19.692 1) (0.114 8) (0.060 3) 

观测值 13 536 13 536 13 536 13 536 

R2 0.500 0.424 0.239 0.352 

 

表 7 调节效应检验（二） 

变量 非农务工 非农创业 
纯农户 兼业户 非农户 

非农务工 非农创业 非农务工 非农创业 非农务工 非农创业 

林权改革 0.039 0*** 0.024 5** 0.048 8 0.021 2 0.103 3* 0.113 5* 0.148 6** 0.128 6*** 

 (0.014 2) (0.012 3) (0.082 0) (0.032 8) (0.056 4) (0.062 4) (0.059 7) (0.045 1) 

生计策略 0.040 7*** 0.017 6***       

 (0.002 7) (0.004 7)       

林权改革×生计策略 0.018 6** 0.013 1**       

 (0.007 7) (0.005 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673 6*** -0.901 0*** 1.536 0*** -1.429 1*** -1.350 8*** -0.900 4*** -1.380 8*** -0.103 6 

 (0.208 0) (0.202 8) (0.560 8) (0.137 2) (0.241 0) (0.302 2) (0.375 0) (0.370 6) 

观测值 13 536 13 536 13 536 13 536 13 536 13 536 13 536 13 536 

R2 0.280 0.165 0.196 0.114 0.197 0.171 0.196 0.139 

 

（七）林权改革对农户非农就业的动态影响 

前文实证结果已经证明，林权改革对农户非农

就业具有显著正向效应，但是，这种效应是否稳定

且长期，需要进一步从长期视角识别林权改革的政

策效应。本文使用间接估计方法对此进行论证。间

接估计方法基本思路是：如果林权改革使得农户非

农就业连续两年具有显著正向效应，那么政策的激

励效果就是肯定的；反之，如果只在政策当年具有

显著正向效应，而在次年的激励效应不显著，则说

明激励效应并不具有可持续性。表 8 结果显示，林

权改革对农户前 6 年非农就业均具有显著正向效

应，从第 7 年起正向效应开始衰减；从非农就业类

型来看，林权改革对农户前 5 年非农务工和非农创

业均具有显著正向效应，从第 6 年起正向效应开始

衰减。以上实证结果再次证实，农户面对林权改革

的行为决策与投入决策具有一致性和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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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林权改革对农户非农就业的动态影响 

变量 非农就业 非农务工 非农创业 

林权改革 0.085 0*** 0.068 0** 0.113 9*** 

 (0.028 0) (0.031 4) (0.036 6) 

林权改革第1年 0.044 4* 0.107 5* 0.122 5** 

 (0.023 4) (0.055 9) (0.055 7) 

林权改革第2年 0.058 6** 0.173 4*** 0.131 6** 

 (0.028 6) (0.054 4) (0.054 6) 

林权改革第3年 0.082 6** 0.111 4** 0.120 7** 

 (0.037 5) (0.052 6) (0.055 3) 

林权改革第4年 0.096 4*** 0.119 6** 0.146 0*** 

 (0.036 9) (0.051 5) (0.054 1) 

林权改革第5年 0.111 7*** 0.133 9*** 0.101 5* 

 (0.036 4) (0.050 8) (0.052 1) 

林权改革第6年 0.083 7** 0.030 2 0.014 8 

 (0.038 7) (0.053 2) (0.056 9) 

林权改革第7年 0.046 3 0.017 0 0.037 8 

 (0.045 2) (0.061 8) (0.067 3) 

林权改革第8年 0.087 0 0.010 8 0.094 7 

 (0.057 3) (0.077 3) (0.088 4) 

林权改革第9年 0.073 8 -0.085 8 -0.108 4 

 (0.057 3) (0.077 4) (0.087 8) 

林权改革第10年 0.033 9 0.024 1 -0.082 0 

 (0.061 8) (0.083 4) (0.091 7) 

林权改革第11年 0.012 6 0.018 7 -0.076 2 

 (0.009 9) (0.015 8) (0.068 0) 

林权改革第12年 0.005 8 0.007 5 -0.053 7 

 (0.004 7) (0.006 2) (0.043 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096 1 -0.714 5*** -0.922 7*** 

 (0.102 4) (0.123 9) (0.138 8) 

观测值 13 536 13 536 13 536 

R2 0.243 0.145 0.128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全国 9 省（区）18 县农户调查数据，

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林权改革对农户非农就

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林权改革显著激励了

农户非农就业、非农务工和非农创业，且通过平衡

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证实，

结果具有可靠性。第二，在林权改革影响农户非农

就业的过程中，农户的行为决策与投入决策具有一

致性和持续性。第三，林地转出和信贷可得性在林

权改革影响农户非农就业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从

非农就业类型来看，此中介效应只显著存在于农户

非农创业过程中，对农户非农务工并不成立。第四，

生计策略在林权改革影响农户非农就业、非农务工

和非农创业过程中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即生计策略

非农化程度越高，林权改革对农户非农就业、非农

务工和非农创业的正向效应越强。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得出如下启示：第一，在

深化林权改革工作中应该严格控制林地再调整，解

决集体林地林木权属不清导致的林权纠纷、责权利

不明导致的利益分配不合理等历史遗留问题，建立

纠偏机制，破除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

碍，引导资源禀赋较差的农户积极打破人地资源束

缚，实现家庭非农就业增收。第二，推进和完善林

地流转交易的市场化和规范化，有效发挥林地流转

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力和资产的内生配置效应，形

成农村林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

和市场化的互动互联，进而为农户非农就业过程中

各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提供有力支撑，在整体上实

现提高林地利用效率和充分非农就业的共赢。第

三，建立和完善林权抵押贷款风险补偿机制以消除

规模小且细碎化的林权抵押物处置困难的问题，进

而提高正规金融机构信贷服务供给的积极性；应依

据农户家庭非农就业行为决策偏好、资金需求属

性，通过优化林权抵押贷款制度或完善林权抵押交

易市场以合理匹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结构，例

如，通过拓宽林权抵押贷款内容以扶持非农创业农

户的发展和壮大，尤其是本地非农企业，不仅能够

反哺非农务工农户的就业需求，丰富其就业选择，

还能满足非农创业农户对资本和劳动力的需求，从

而实现非农创业农户和非农务工农户的有机结合

和利益共赢。第四，加强构建林权流转和林权抵押

融资政策与非农务工农户就业特征相匹配的协调

机制，积极探索林地入股、林地信托、林地证券等

新型林地流转或林业金融形式，进一步挖掘林地流

转和林业金融的市场活力。第五，针对性地支持和

鼓励具有林地资源禀赋优势或生产比较优势的农

户探索发展当地优势特色产业，开展林业适度规模

经营，重视以农为主农户生计策略的多元化引导，

为其非农就业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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